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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這個概念，在國際上已經流行多年，而在中國使用這一概念，基

本上已經到了冷戰結束的時候。所謂冷戰，一方面是指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

大國在相互對抗時期的外交戰略，即冷戰戰略；一方面是指人類世界進入了

以美蘇對抗為標誌的兩極結構的歷史時期，即冷戰年代。

對於冷戰歷史的研究早在冷戰進行期間就已經在西方開始了。不過，這

一研究真正全面展開和深入則是在冷戰結束之後。這不僅是因為作為一個有

始有終的完整過程，冷戰此時已經可以納入歷史研究領域了，更重要的是蘇

聯和東歐各國檔案的開放，為研究者提供了審視鐵幕另一邊歷史真相的豐富

而不可或缺的史料。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冷戰史新研究」或「冷戰國際史研

究」，而中國學者正是在這個時候加入國際冷戰史研究隊伍的。在新史料面前

大家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這也是中國學者在冷戰史研究領域可以同國際學

者對話的原因之一。

中國學者研究冷戰歷史十分必要。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不僅深

刻影響着國際關係的演進，也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發展道路產生了

深刻影響。中國雖然不像東、西歐國家那樣處於美蘇對抗的核心地帶，但也

不像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那樣處於冷戰的邊緣地帶。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眾

多，幅員遼闊，又處在美蘇兩個大國對抗的中間地帶，實在無法擺脫與冷戰

的糾葛。一方面，美蘇之間的冷戰不斷影響着中國內政外交的發展演變，另

一方面，中國內政外交的變化又反作用於冷戰的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講，中

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在冷戰的環境中誕生、成長、壯大的。

從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對外政策的制定和發展道路的選擇來看，中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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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的糾葛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1949年到 1950年代末。

中國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向蘇聯「一邊倒」，全盤接受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

式。收穫是在蘇聯的大規模援助下，實現了現代科學技術向中國的第一次大

轉移，建立了工業化基礎。責任是充當社會主義陣營的急先鋒，挑戰現存國

際秩序，對抗美國和西方。第二階段，整個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初。中

國脫離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高舉世界革命大旗，四面出擊，既反美

又反蘇，還要打倒一切反動派。在國內大搞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寧要社會

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是共和國最孤立、最困難的時期。第三階

段，1970年代初期到 1980年代中期。中美和解並建交，從策略協調到戰略合

作，聯手制蘇，建立起「準同盟」關係。中國進入現行國際體系，放棄世界

革命，結束「文化大革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第四

階段，1980年代中期到冷戰結束。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外交和不結盟政策，與

美國保持戰略合作，與蘇聯實現關係正常化。對內提出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

任務，着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外全面開放，實現了現代科學技術向

中國的第二次大轉移。可以看出，在冷戰年代，中國無論在對外交往還是在

經濟建設方面，是一步一步走向成熟了。最重要的是處理國際問題和對外關

係的理念發生了重大轉變，即對時代的看法從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

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從破壞國際體制轉向進入並維護現存國際體制；外交理念

從意識形態主導轉向國家利益優先；外交方針從同盟（陣營）外交轉向不結

盟的全方位外交。顯然，這其中確有很多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值得

借鑒。

冷戰結束至今已經三十多年了。現在，由於中美關係惡化乃至形成對

抗，人們都在熱議「新冷戰」。大國之間圍繞利益和權力展開的對抗，國際政

治中出現的對峙和遏制，似乎重演着冷戰年代的是是非非。我個人不太贊成

「新冷戰」已經形成的說法。如果說「新冷戰」就是冷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

再現，那麼應該看到，目前中美關係雖然已經處於對抗的狀態，但冷戰的基

本特徵 —因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壘而形成的世界兩極格局尚

未出現。所以，說「新冷戰」已經出現或必然出現，為時尚早。當然，歷史

往往出現驚人的相似，當前中美關係的演變與當年美蘇走向冷戰的道路也確

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歷史究竟會走向何方還存在很大變數。正如恩格斯所

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

生出來的，……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

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1而目前國際社會的各種因素

都在變化當中，尤其是美國和中國的政策取向，不僅取決於主觀因素，也會

受到諸多客觀因素的影響。這些變化在目前尚未鎖定，尚待觀察，但是這種

現象在已經結束的冷戰歷史中曾經出現，已成定數。歷史研究者的責任就是

發現它們，讓人們了解它們，以為今天的借鑒。由於當代世界的結構性因素

和重大國際問題的淵源都與冷戰時期密切相關，所以，冷戰史研究可以為理

解和把握後冷戰時期的歷史運動方向、應對及管理現實的國際危機，提供必

要的歷史借鑒和戰略性評估。這也是進一步全面、深入地加強冷戰國際史研

究，並在學科建設方面將這一研究提高到應有地位的現實意義所在。

有鑒於此，香港中華書局與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策劃了

這套「冷戰年代的世界與中國」叢書，期待着在重新描述歷史過程，重新構

建歷史事實的過程中，拓寬中國冷戰史學者的思路，開掘冷戰史研究的新材

料，以推動中國冷戰國際史研究的繼續拓展和深入，促進中國現代史、世界

現代史、現代國際關係史和國際政治學研究的發展，同時也為中國參與國際

事務、制定對外政策提供學術支撐和決策諮詢。

2024年 5月於上海

1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478-4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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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蘇蒙關係歷史

本書的研究對象為 1918年至 1946年蘇聯 1對外蒙古 2政策，具體以俄

羅斯解密檔案文獻材料為核心，通過梳理蘇聯「進入」並確立起在外蒙

古佔優勢地位影響力的歷史脈絡與內在過程，從蘇聯對外蒙古內部改造

角度來回答蘇聯是如何將外蒙古納入其「軌道」變成其「衞星國」的問題。

作為本書所涉研究對象的外蒙古問題起源於清末民初。辛亥革命

肇建民國與外蒙古「獨立」幾乎同時發生，其中沙俄起到了重要作用，

1	 對於「蘇聯」這一名稱，本書按 1918年至 1946年的實際情况處理，即以 1922年 12月 30日
蘇聯（ССС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為界限，之前稱「蘇俄」（РСФСР，俄羅斯
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2	 明末清初之際，我國蒙古族分為漢南蒙古即內蒙古，漢北喀爾喀蒙古即外蒙古。清初清廷在
外蒙古地區設定邊左副將軍，駐烏里雅蘇台城，下設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設科布多參贊大

臣，駐科布多，由定邊左副將軍節制。設庫倫辦事大臣，駐庫倫。（劉華明、赤真：《1911—
1921年的外蒙古問題》，《民國檔案》1994年第 1期，第 79頁。）另，據《清史稿》記載，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親征平定噶爾丹後，外蒙古諸部「復還舊牧」，共分為四部，「一
曰土謝圖汗，一曰車臣汗，一曰札薩克圖汗，又善巴自為一部，曰賽音諾顏，共四部。為

旗八十有六。東至黑龍江呼倫貝爾城，南至瀚海，西至阿爾泰山，北至俄羅斯，廣五千里，

袤三千里，人約七十萬口」（《清史稿．志六十．地理二十五外蒙古》）。本書提到的「外蒙

古」概念，包括兩方面的意涵：一方面是地理意義上，如《清史稿》所載，外蒙古區域即指

喀爾喀蒙古四部，具體包括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札薩克圖汗部，賽音諾顏部。另一方面

從國際法意義上講，蒙古人民黨（1925年 3月之後改稱蒙古人民革命黨）雖然在 1921年取得
政權，並於 1924年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但直到 1946年國民政府方才正式承認外蒙古
獨立，是為法理依據。此外，在俄共（布）、聯共（布）、共產國際的檔案資料中關於外蒙

古的指代稱謂繁雜，諸如「外蒙古」、「蒙古」、「蒙古人民黨」、「外蒙古人民革命黨」、「蒙

古人民革命黨」、「蒙古人民共和國」等名稱均有出現，且最初在西伯利亞成立了「蒙古西藏

處」，其後又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下成立了「蒙古委員會」，所處理應對的主要是外蒙

古事務。本書中的「外蒙古」兼顧地理意義和國際法意義以及實際的名稱稱謂，如無諸如「內

蒙古」、「布里亞特蒙古」等特殊說明，書中提到的「外蒙古」、「蒙古」、「蒙」等稱謂，均

指蘇聯支持下的蒙古人民黨政權及其實際控制下的地理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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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後，蘇聯開始成為外蒙古問題走向的重要影響因素，直至

1946年國民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這是亞洲現代史上令人矚目的重

大事件。長期以來因各當事國立場不同，相關研究見解互歧，長期徘徊

於固有觀念思維。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開始有了一些新的研究視角，

但是舊思維的慣性仍體現一些研究成果中，有些結論已經固化。這種簡

單化視角構成的研究成果影響到中國社會各階層對周邊關係、近代中國

的認知。蘇聯解體後，隨着越來越多檔案資料解密，學者開始獲得更多

的歷史信息。國內外學者利用新解禁的檔案資料對外蒙古問題有許多新

的解讀，極大地豐富了此前的認識。儘管很多結論仍值得商榷，但對於

我們重新審視相關問題有相當的刺激和啟發。目前深化外蒙古問題研究

的瓶頸仍在於資料，特別是檔案資料發掘不夠，利用不足，因而對模糊

的歷史進程和相關細節了解有限。俄羅斯諸如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

（РГАСПИ）等檔案館涉及外蒙古的大量檔案均已解密開放，如能系統發

掘和誠加利用這些檔案資料，無疑可以促進中國學者的研究，並據此深

化中國學者對外蒙古問題的認知體系。

總結起來，學術界關涉本書研究對象的既有研究，大致可分為如下

幾個方面：

第一，集中於關注外蒙古獨立問題。實際上，從該問題甫一出現，

諸如《申報》等報刊雜誌均給予了高度關注，迸發表了很多時評性、研

判性文章。1時至今日，這些資料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中國學者涉及該

問題的既有研究多集中於外蒙古 1911年、1921年、1945年三次「獨立」

1	 舉例如：《外蒙古獨立始末記》，《申報》1912年 3月 3日，第 6版；《外蒙古獨立之回想》，《申
報》1924年 8月 23日，第 5版，等等。

的歷史。1從研究者的結論來看，多從沙俄侵華、蘇俄推動「世界革命」、

蘇聯以國家利益至上和 1945年美蘇壓力以及斯大林、蔣介石的個人因素

等方面探討不同時期的外蒙古獨立問題。從使用的材料來看，除有限的

已經翻譯成中文的檔案文獻資料之外 2，包括蔣介石日記在內的中華民國時

期的外交檔案文獻是重要的史料源 3。

與中國研究者多將外蒙古獨立問題視為外蒙古自中國分離出去的歷

史相比，早期蘇聯和蒙古學者多從意識形態的立場出發，從「共識研究」

的角度，強調蘇聯和蒙古「兄弟般的友誼」，蘇聯為蒙古「1921年革命

的成功」提供了重要幫助、蘇聯對蒙古的「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給予

了極大支持，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1921 年蒙古人民革命史》、《蘇

聯共產黨和蒙古人民革命黨為社會主義奮鬥過程中兄弟般合作的歷史經

驗》，等等。4需要指出的是，蘇聯時期出版了一些文獻資料集，如 50至

60年代陸續出版的《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 1至第 4卷）和《蘇蒙關

係（1921— 1966）》，70年代出版的《蘇蒙關係（1921— 1974）》，等

1	 代表性成果有：劉存寬：《中俄關係與外蒙古自中國的分離（1911— 1915）》，《歷史研究》
2004年第 4期；方美玲：《紛繁複雜的外蒙古第二次獨立》，《黨史研究資料》1997年第 11期；
樊明方：《1911— 1921年的外蒙古》，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2015；欒景河：《外蒙古獨立與
斯大林所起的決定性作用》，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第三届近代中國與世界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尤淑君：《蔣介石與 1945— 1952年的
外蒙古獨立問題》，《抗日戰爭研究》2015年第 1期；李毓澍：《外蒙古撤治問題》，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再版），等等。此外，還應特別提到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
史研究所編的《沙俄侵華史》第四卷（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2	 陳春華編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沈志華主編：
《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 第一卷（1945.1— 1949.2）》，東方出版中心，2014。

3	 呂一燃主編：《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1917— 191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9）
《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與外蒙古（1921）》（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秦孝儀
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三編 戰時外交》，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

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台北：國史館等，
2015。

4	 Ширендыб Б.,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21 года. М.:Наука, 1971. Балдо Б.(гл. 
ред.),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брат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КПСС и МНРП в борьбе за социализм. М.: 
Политизда,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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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這些文獻資料集多是公開文件的史料彙編，包含着豐富的史實素材，

時至今日仍然有着重要的參考價值。

對於同一時期的外蒙古問題，西方英語世界相關的研究學者有 G . 

弗里特斯、R. 魯潘、O . 拉鐵摩爾等人，他們主要將外蒙古問題放置於

19— 20世紀上半葉複雜的歷史場域中考察，多認為俄國和中國對蒙古民

族主義與國家制度的形成發展產生了很大甚至決定性的影響，強調指出

了 1921— 1945年間外蒙古國際地位的矛盾性和不確定性並分析了造成

此種現象的影響因素，此外，還提出了外蒙古作為蘇聯「僕從國」的「僕

從主義理論」，等等。2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研究蒙古問題的學者當中，

佔據舉足輕重地位的是 O. 拉鐵摩爾，其本人曾多次前往中國、蒙古、俄

國邊界地區進行遊歷，能夠熟練運用多種語言文字進行交流和閱讀，研

究出版了包括外蒙古問題在內不少關涉中國邊疆問題的研究著述。3

第二，整體性研究中蘇關係史的變遷脈絡中涉及外蒙古問題，從外

交史等研究角度考察「俄（蘇）蒙雙邊關係」或「中俄（蘇）蒙三邊關

1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I-IV. М.: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7-1961.Совет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21-1966г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Наука,1966.Совет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21-1974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75.

2	 Gerard Martin Friters, Outer Mongolia and lts lntemational Position., Baltimore, 1949. Robert Arthur 
Rupen, Outer Mongolia Nationalism 1900-1919, Thesis (Ph. 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54. Peter S.H. 
Tang, Russian and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1911-1931,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8. Jeanne Nickell Knutson, Outer Mongolia: A Study in Soviet Colonialism,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59. Robert Arthur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1900-1978,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9.
此外，〔蘇〕馬．伊．戈爾曼《西方的蒙古史研究》（陳弘法譯，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
可對了解 13世紀至 20世紀中葉西方的蒙古問題研究提供重要的參考和索引。

3	 袁劍《邊疆的背影：拉鐵摩爾與中國學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可對了解拉鐵摩
爾及其關於中國邊疆的學術研究提供重要的參考，該專著並附有 1920年至 1983年拉鐵摩爾
的著述目錄，其中包括許多針對外蒙古問題的篇目。此外，旅美學者劉曉原的著述對於了解

包括外蒙古在內早期中國邊疆問題也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其代表性著作為 Liu Xiaoyuan, Reins 
of Liberation: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Independence,Chinese 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Power 
Hegemony, 1911-1950,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劉曉原：《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6。

係」。中蘇關係史的發展變遷中，諸如 1919 年前後蘇俄對華宣言的發

佈、1924年中蘇「邦交正常化」的進程、1945年國民政府與蘇聯《中蘇

友好同盟條約》的談判簽署等重要的歷史時段，外蒙古問題都是無法繞

開的議題，是中蘇關係的重要影響因素，相關著述論及對應時段的中蘇

關係時多會從中蘇關係的角度討論外蒙古問題。1蘇聯解體後，大量關涉蒙

古的檔案解密開放。在此基礎上，俄羅斯學者開始從外交史等視角研究

「俄（蘇）蒙雙邊關係」或「中俄（蘇）蒙三邊關係」，除了使用到新解

密的檔案材料外，在觀點上亦能突破蘇聯時期的思維框架，代表性的研

究者是 Е. А. 別洛夫和 С. Г. 盧佳寧。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在 1999年出版了別洛夫的專著《俄國和

蒙古（1911— 1919）》，討論了俄國和蒙古的「雙邊關係」。2 2000年，

盧佳寧出版了《20世紀上半期的俄國—蒙古—中國：1911— 1946年

的相互政治關係》一書，該書是盧佳寧的代表作，至今在俄羅斯和中國

學術界的影響力很大，很多中國學者的論著都引用了盧佳寧書中的內容

和論點。該書同樣發掘使用了大量俄羅斯解密檔案，主要從外交史的角

度論述了 1911— 1946年不同歷史時期的「中俄（蘇）蒙三邊關係」，對

於同時期的國際局勢作者也進行了闡述，提出了俄（蘇）蒙間「政治互

適性」的觀點，指出外蒙古並非一直是俄（蘇）和中國政策的「消極客

1	 整體性研究中蘇關係史方面的部分學術著作，英文出版的有：Sheng 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俄文出版的有：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 1937-1952,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99. 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
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ИДВ РАН, 2000. 中文出版的有：田保國：
《民國時期中蘇關係（1917— 1949）》，濟南出版社，1999；薛銜天：《民國時期中蘇關係史
（1917— 1949）》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徐曰彪：《中蘇歷史懸案的終結》，中共黨
史出版社，2010；迪特．海因茨希（Dieter Heinzig）：《中蘇走向同盟的艱難歷程》，張文武等
譯，新華出版社，2001；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 1991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
探討》增訂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等等。

2	 Белов Е.А., Россия и Монголия (1911-1919 гг.). М.:ИВ РАН,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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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蒙古的「精英」們不僅善於對抗「南北壓力」，而且制定了有效

的政策方針。1

據筆者所見，目前國內以俄羅斯史料為基礎針對「俄（蘇）蒙關係」

問題的專著以彭傳勇的《俄（蘇）與外蒙古關係研究（1911— 1945）》2

為代表。該書是作者在其博士論文 3基礎之上修改出版的。彭著以專題形

式分別論述了 1911— 1945年間俄（蘇）與外蒙古的政治和經濟問題，

系統吸收利用了俄羅斯學者的既有研究成果，對「泛蒙古主義思想」等

問題進行了重點探討，同時試圖從理論上探討俄（蘇）與外蒙古的「政

治適應性」等問題，推動了國內學術界的研究，對於筆者的後續研究也

提供了重要借鑒參考。只是作者對俄羅斯原始檔案的發掘還有很大空

間。而近年來俄羅斯不論是檔案館原始文件還是最新的檔案集都解密披

露了大量關於外蒙古問題的最新檔案，這也是筆者最終選擇在作者研究

基礎上進一步深化研究的重要原因。

第三，針對外蒙古本身的通史和專題研究。通史著作，較早時期代

表性的有《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史綱》4，近年來則

以英文版和俄文版的《20世紀蒙古史》5為代表。蘇聯解體前後，開始出

現諸如斯大林對外蒙古政策「反思性」專題研究。90年代初，蒙古史學

界一度以批評蘇聯在外蒙古的活動「批判性」、「反思性」研究為主，這

方面的代表作是 1990 年 8 月 5 日蒙古歷史學家勒哈格瓦在蒙古人民革

1	 Лузянин С.Г., Россия-Монголия-Китай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ХХ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в 
1911-1946 гг. Москва:ИДВ РАН, 2000.

2	 彭傳勇：《俄（蘇）與外蒙古關係研究（1911— 1945）》，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0。
3	 彭傳勇：《1911— 1945年俄（蘇）與外蒙古的政治、經濟關係》，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9。
4	 蘇聯科學院、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委員會編：《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巴根等譯，科學出
版社，1958；〔蘇〕伊．亞．茲拉特金：《蒙古人民共和國史綱》，陳大維譯，商務印書館，
1972。

5	 Baabar, Twentieth Century Mongolia, Cambridge: The White Horse Press, 1999. Яскина Г.С.,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ии. XX век., Москва: ИВРАН, 2007.

命黨中央機關報蒙古《真理報》發表的《斯大林對蒙古人有過什麼考慮》

一文，作者試圖重新評價斯大林在蒙古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文中作

者提到了斯大林對於蒙古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比如斯大林與 30年代蒙

古「清洗」的聯繫、受斯大林個人迷信崇拜的影響在蒙古持續存在多年

的對喬巴山的崇拜及其帶來的各種不良後果等等，蘇聯史學界對這篇文

章非常關注並且將其譯成俄文發表於史學雜誌《遠東問題》1991年第 3

期。1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 1999年出版的 С. К. 羅欣《蒙古政治史

（1921— 1940年）》2也是此種類型的專題研究。該書以俄羅斯解密檔案文

件為基礎，分五章論述了 1921— 1940年間外蒙古由「君主制」經「國

家民主制」直至「集權專制體制」的轉變過程以及圍繞其間的政治鬥爭，

可以說在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學界中，羅欣較早觸及了外蒙古領導集團

的政治鬥爭問題，並認為蘇聯實施的部分政策對外蒙古造成了消極甚至

是破壞性的後果。近些年出版的英文學術專著，也開始把研究的對象集

中於外蒙古的喇嘛問題、斯大林與外蒙古的「清洗」問題 3，等等。

此外，近些年來，俄羅斯和蒙古學術界編輯出版了不少關涉本書

研究對象的檔案集，這些檔案集所收錄的基本都是源自檔案館的檔案文

件，具體有《聯共（布）文獻中的蒙古歷史（1920 — 1952）》（蒙文，

三卷本，2002— 2009）、《共產國際文獻中的蒙古（1919— 1934）》（俄

文，兩卷本，2012）、《俄蒙軍事合作（1911— 1946）》（俄文，兩卷本，

2019）、《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檔案文件中的蒙古 (1921— 1936）》（俄文，

1	 Лхагва Т., Что же думал Сталин о монголах?//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 3.
2	 Рощин С.К.,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ии (1921-1940гг.), 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1999.
3	 Shagdariin Sandag and Harry H. Kendall, Poisoned arrows: The Stalin-Choibalsan Mongolian massacres, 

1921-1941,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0. Christopher Kaplonski, The Lama Ques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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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學術界對這些檔案集尚未開展深入研究使用，如誠加利用，相信

一定會極大促進相關問題的研究。

綜上，相較於既有研究，本書的主要創新之處在於：一方面，對於

史料尤其是俄羅斯檔案館原始檔案文件的深入挖掘，除充分使用已出版

的檔案集外，筆者曾多次前往莫斯科收集與本書有關的解密檔案文件，

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查閱複製的原始檔案館

文件，包括該檔案館館藏第 495號全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 17

號全宗（蘇共中央委員會）、第 508 號全宗（蒙古委員會）、第 558 號

全宗（斯大林）下的檔案文件。此外，還包括俄羅斯國家現代史檔案館

（РГАНИ）、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АВПРФ）館藏的檔案文件。

另一方面，研究視角和內容，相較於已有研究集中於關注外蒙古三次「獨

立」問題、側重於從中蘇關係的歷史脈絡探討外蒙古問題，筆者從蘇聯

對外蒙古內部改造的視角將更多注意力集中於蘇聯對外蒙古的內部政策

方面，與過往研究多從「世界革命」、「國家利益」、「民族主義」、「領導

人個人因素」等角度「一筆帶過」粗線條解釋相關問題不同，筆者釐清

了此段歷史內的很多歷史細節，並注意到了蘇蒙雙方的互動關係問題。

本書主要不是進行理論問題的討論和分析，而是在前人研究基礎

上，以俄羅斯解密檔案文件為核心史料，採用實證主義的史學研究方

法，從蘇聯對外蒙古內部改造視角，來回答蘇聯是如何逐步將外蒙古納

1	 Дамдинсурэн С., Железняков А.С., Монголым тухай БХК (б)-ын баримт бичигт (1920-1952), Баримтын 
эмхтгэл, I боть (1920-1932),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2. Дамдинсурэн С.,Железняков А.С., Монголым тухай 
БХК (б)-ын баримт бичигт (1920-1952), Баримтын эмхтгэл, IIботь (1933-1940),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5.
Дамдинсурэн С.,Железняков А.С. Монголым тухай БХК (б)-ын баримт бичигт (1920-1952), Баримтын 
эмхтгэл, IIIботь (1941-1952),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9. Кудрявцеви И.И. и т.д.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Монгол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оминтерна (1919-1934). Часть I (1919-1929), Улан-Удэ: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НЦ СО РАН, 
2012. Кудрявцеви И.И. и т.д.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Монгол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оминтерна (1919-1934). Часть II 
(1930-1934), Улан-Удэ: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НЦ СО РАН, 2012. Козлов Б.В.,Чулуун С.(отв.ред.) Российско-
монгольское во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1911-1946), сб. док. в 2 ч., Москва:“раница”, 2019. Орлова 
К.В.(отв.ред.), Монгол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з архивов ФСБ России (1921-1936 гг.), сб. док., Москва: ИВ 
РАН, 2019.

入其「軌道」變成其「衞星國」的問題。實際上，如前文所述「衞星國」

或是「僕從國」的觀點早就被提出過，但筆者更多的是要探究「如何」、

「何以」的內在過程，標準為「對克里姆林宮的指揮順從與否」，即搞清

楚蘇聯對外蒙古內部政策的基本情況和脈絡以及外蒙古方面的應對，說

明蘇聯在外蒙古政策上的方針、政策及相關措施，以及對外蒙古政治、

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影響。當然，針對這些問題，筆者也會在梳理史料

和描述史實的過程中加以分析思考。按照此種標準和研究思路，根據蘇

聯對外蒙古政策和改造進程的發展變化，筆者把研究的內容分為四章。

不過，有些專門的問題在論述時會相對集中一些。

第一章，主要論述蘇俄在何種背景之下以何種方式將自己的影響力

「伸入」外蒙古地區並最終扶植蒙古人民黨在庫倫建立了親蘇政權的歷史

過程。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過程中，蘇俄牢牢地確立了在外蒙古的軍

事影響力。

第二章，蘇俄為了幫助蒙古人民黨掌握政權或是為了成功地將自己

的影響力「伸入」外蒙古地區，起初在外蒙古推行的實際上是所謂「民

族統一戰線」政策，即以蒙古人民黨及其建立的蒙古人民軍為基礎，團

結了很多封建王公和有名望的喇嘛，以實現將白衞軍和中國駐軍逐出外

蒙古的首要目標，而且在蒙古人民黨領導層當中即有不少喇嘛、封建主

出身的領導者，這些早期的「革命者」往往只是將蘇俄視為「外援」，而

不希望蘇俄對其進行過多干預，或者說蒙古人民黨早期的「本土派」有

着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因此，蘇俄對蒙古人民黨早期領導層並不信

任，在首要目標達成後，便開始了對外蒙古強烈的政治干預，主要表現

就是對蒙古人民黨及其領導層的多次「清洗」和改組。本章即主要回答

蘇聯是如何確立其在外蒙古佔優勢地位政治影響力的問題。

第三章，蘇聯確立其在外蒙古政治上的絕對控制力之後，開始對外

蒙古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改造，發起了諸如沒收封建主財產、清除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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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等各種運動。在打破外蒙古舊有社會經濟結構和制度的同時，引導

外蒙古實施了「集體化」等發展非資本主義經濟的系列措施，本章即是

梳理蘇聯對外蒙古經濟和社會改造的歷史脈絡。而改造的結果是蘇聯逐

步實現了對外蒙古經濟和社會的全面控制。

第四章，從 30 年代初期開始，蘇聯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即是戰爭

威脅，此種背景之下，蘇聯政治上在外蒙古扶植喬巴山建立了「集權體

制」，在經濟上則將外蒙古變成了其應對德國侵略的後勤保障基地，同時

斯大林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的有利國際條件，在外交上同國民

政府進行談判「助推」外蒙古實現了國際法意義上的「獨立」，可以說從

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將外蒙古完全納入了蘇聯的「軌道」之中，將

外蒙古變成了蘇聯名副其實的「衞星國」。

第一章  �開始介入：蘇俄與蒙古人民黨

政權的建立（1918— 1921）

19世紀末外蒙古地區已逐步淪為沙俄的勢力範圍。1911年，外蒙古

部分上層王公在沙俄的援助下利用中國辛亥革命亂局策動了外蒙古「獨

立」。1913年 11月 5日，中華民國政府同沙俄政府簽署了《中俄聲明文

件》和《聲明另件》。1915年 6月 7日，中華民國、沙俄及外蒙古當局

在恰克圖簽署了《中俄蒙協約》。雖有外蒙古是中國領土之一部的規定，

但也只是條約具文，中國已經失去了對外蒙古的實際控制，外蒙古開始

進入享有廣泛「內部自治權」的「自治」時期。1蘇俄即是在上述歷史背景

下開始介入外蒙古地區的。起初，蘇俄在國內戰爭的形勢下對外蒙古只

是進行革命「滲透」，1919年，徐樹錚強力取消了外蒙古「自治」，外蒙

古革命黨人暗中派遣代表團赴蘇俄求援以圖恢復「自治」，不久白衞軍恩

琴（Унгерн）所部攻佔庫倫，外蒙古局勢日趨複雜。蘇俄利用此種局勢，

「創造」益於己方的有利條件，實施了消滅恩琴白衞軍、扶植蒙古人民黨

驅離中華民國駐軍並建立親蘇政權、促使中華民國政府與其談判以打開

對華關係的「三位一體」戰略，最終在蘇俄的直接武力介入和全面援助

下，蒙古人民黨在庫倫建立了政權，而蘇俄也成功地將自己的影響力伸

入到了外蒙古地區。

1	 關於 1913年《中俄聲明文件》、《聲明另件》以及 1915年《中俄蒙協約》的內容，可參見《中
俄邊界條約集》，商務印書館，1973，第 124-1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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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蘇俄介入前對外蒙古的政策

「十月革命」後，蘇俄對外蒙古政策的首要目標是取代沙俄同外蒙古

建立正式的關係，以打破自身的孤立地位，進而推動東方國家的革命，

但外蒙古當局並未理會蘇俄的主張。此種背景之下，蘇俄主要開展了對

外蒙古的革命滲透工作，為此，蘇俄成立了蒙古西藏處應對外蒙古事

務。隨着徐樹錚強力撤銷外蒙古「自治」，在蘇俄的鼓動支持下，外蒙

古的革命運動迅速開展起來，並成立了統一的革命組織 —蒙古人民

黨。蒙古人民黨成立後，積極尋求蘇俄的援助，並派遣代表團祕密越過

邊界前往蘇俄尋求支持。但蘇俄方面對蒙古人民黨人的援助請求持謹慎

態度，只是採取了保持接觸的方針，並未提供實質性的幫助。

（一）蘇俄對外蒙古的早期滲透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寧在不同場合的講話或是報告中均提到

了位於東方的「蒙古」。1912年 1月，列寧在《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

務的決議草案》報告中批評沙皇的外交政策時提到，「沙皇企圖對為爭取

自由進行革命鬥爭的亞洲各國（波斯、蒙古）進行殖民侵略」。1同年 11

月，列寧在談及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主張時抨擊俄國政府，「強佔蒙古是破

壞我國同偉大的兄弟之邦中華民國友好關係的行為」。21915年 8月，列寧

在《反戰宣言》一文中指出「俄國沙皇進行掠奪戰爭，目的在於佔領加

里西亞，奪取土耳其的土地，奴役波斯、蒙古等國」。3從列寧的上述言論

中可以看出，在「十月革命」前，列寧將蒙古視為一個「國家」或是俄

國「從中國手中奪取的殖民地」，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彼時的列寧

1	《列寧全集》第 17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 430頁。
2	《列寧全集》第 18卷，第 416頁。
3	《列寧全集》第 21卷，第 346頁。

大概只是在講話或行文中將蒙古作為抨擊沙俄對外政策和宣傳自己主張

的一個例證，而且當時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尚未奪取政權，所以列

寧對於蒙古並未有精確的「定位」。實際上，此時的外蒙古正處於享有廣

泛「內部自治權」的哲布尊丹巴 1自治政府時期，而沙俄則在外蒙古設有

領事館和商務處等機構並享有廣泛的政治經濟權益。

「十月革命」取得勝利後不久，蘇俄爆發了國內戰爭，1918年 1月至

2月間蘇俄在外貝加爾地區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同外蒙古接壤的西伯利亞

地區一時成為蘇俄紅軍和白衞軍拉鋸作戰的前線。此種背景之下，蘇俄

政府一方面嘗試用新的領事機構來取代沙俄在外蒙古的領事館，以同外

蒙古自治政府建立正式關係，進而有助於蘇俄打破自身在東方的孤立狀

態。另一方面，蘇俄同時採取了在外蒙古進行革命鼓動宣傳、派遣人員

前往外蒙古「考察」等手段，以暗中向外蒙古地區進行革命「滲透」。

1918年 2月，蘇俄向外蒙古自治政府發出了通報稱，蘇俄廢除過去

沙俄時期一切舊的條約，準備同蒙古方面建立平等的關係，不久，蘇俄

任命早先在庫倫電報局工作的報務員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為蘇俄駐

庫倫領事，但是，哲布尊丹巴政府不允許瓦西里耶夫入境，並繼續承認

沙俄駐庫倫的領事奧爾洛夫（Орлов）為俄國的正式代表。2 4月 9日，

蘇俄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Г. В. Чечерин）向外蒙古自治政府發出電報

稱：「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通告，原俄國所有代表均被免職。在不服從命

令的情況下，他們將被送交革命法庭。希望蒙古政府斷絕同這些人員的

一切關係，所有支持這些人的行動都將被看作對蘇俄內政的干涉。」31919

年 7月 26日，蘇俄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Л. М. Карахан）向「自治」

1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Джебдзун-Дамба-хутухт）（1869— 1924），常簡稱「哲布尊丹
巴」，也稱博克多格根（Богдо-гэгэн），是外蒙古藏傳佛教政教領袖。

2	 Рощин С.К.,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ии (1921-1940 гг.).c.27.
3	 Лузянин С.Г., Россия-Монголия-Китай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ХХ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в 

1911-1946гг. c.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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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簽發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部致蒙古

自治政府和人民關於放棄沙俄同中國與日本簽署的針對蒙古的條約並建

議同蘇俄建立外交關係的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宣言》指出：

「蘇俄紅軍為西伯利亞的工農羣衆、吉爾吉斯人、布里亞特人及所有的工

人們帶來了解放，現在，高爾察克（А. В. Колчак）、謝苗諾夫（Г. М. 

Семенов）等其他搶掠者匪幫正被驅趕。蘇俄政府鄭重聲明，俄國人民放

棄同日本和中國政府簽署的一切針對蒙古的條約，蒙古是自由的國家，

任何一個外國人都無權干涉蒙古內政。蒙古，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有權

在沒有來自北京和彼得格勒方面任何監督的情況下同所有其他友好人民

進行直接接洽。為此，蘇俄政府建議外蒙古政府立刻建立外交關係並派

出使者迎接紅軍，解放蒙古人民。」1

相較於「十月革命」前列寧對蒙古作為「國家」和「沙俄從中國手

中奪取的殖民地」的不同定位，從這份《宣言》中可以看出，此時的蘇

俄顯然將蒙古作為一個「獨立國家」來對待。筆者目前沒有找到蘇俄關

於這份《宣言》的討論稿或是決議，暫時無法考察蘇俄此時將蒙古作為

一個國家來對待的準確動因。蘇俄此時在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面臨着嚴

重的局勢 —日本軍隊大量駐紮於遠東的濱海邊疆區，蘇俄在外蒙古地

區並無實際的影響控制力。因此，可以推測，該《宣言》的目的應當與

同時期蘇俄向中國發出的宣言一樣，是為了積極地宣傳蘇俄政府對東方

國家的聲明和主張，宣佈廢止沙俄時代的外交關係，進而與外蒙古自治

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以有助於打破蘇俄在東方面臨的孤立狀態。不過，

哲布尊丹巴自治政府並未對於蘇俄政府的上述努力和《宣言》做出積極

回應。

蘇俄國內戰爭剛開始時，蘇俄政府在西伯利亞地區的力量非常薄

1	 Кудрявцеви И.И. и т.д. составители,Монгол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оминтерна (1919-1934). Часть I (1919-
1929).с.12-13.

弱，1918年 3月蘇俄成立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的主要任務即是

領導在高爾察克軍隊和「外國」武裝干涉者佔領下的遠東西伯利亞地區

的革命運動。隨着西伯利亞戰事的發展，從 1918年春天開始，許多沙俄

時代的資本家、地主、白衞軍軍官等紛紛逃往同西伯利亞接壤的外蒙古

地區，而蘇俄的很多革命者也裹挾其間，趁機進入外蒙古地區從事革命

宣傳鼓動工作。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成立後不久制定了關於在外

蒙古組織革命工作的訓令，在訓令中指示布爾什維克的宣傳人員利用蒙

古王公特權階層之間的矛盾，在外蒙古民衆和有影響的上層人士中進行

革命宣傳，以「在蒙古建立蘇維埃政府的威信」。1

為了進一步解外蒙古地區的情況，1919年春天，蘇俄派遣以邁斯基

（И. М. Майский）為首的考察隊對外蒙古進行全面的考察，考察隊的目

的首先是查清外蒙古地區市場的份額、原料和活牲畜的數量以及蒙古人

需要交換商品的特點等等，其次是查明俄國人和中國人在商品交換中的

作用，最後是調查清楚在外蒙古可資利用的整體資源狀況。2可以看出，在

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不佔據優勢的情況下，蘇俄對於外蒙古只是保持接

觸和關注，通過積極地革命滲透來傳播自身的影響，同時儘可能地掌握

關於外蒙古的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資料。

進入 1919年下半年，蘇俄在西伯利亞地區展開攻勢並逐步站穩了腳

跟。1919年 11月，蘇俄紅軍擊敗高爾察克白衞軍並佔領西伯利亞地區重

鎮 —鄂木斯克，並將此地作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和西伯利亞

革命委員會的駐地。與此同時，外蒙古當地的局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1	 Лузянин С.Г., Россия-Монголия-Китай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ХХ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в 
1911-1946гг. с.67.

2	 АРАН ( 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 ф.587, оп.1, д.96., л.1.,Мясников В.С., Избранная переписка с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ми: в 2 кн./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айский, Кн.1:1900-1934.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5. с.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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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 11月，在徐樹錚的力促下，外蒙古取消了「自治」。1

在此背景下，1920年 4月，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東方司司長、遠東

共和國 2外交部長楊松（Я. Д. Янсон）給契切林和西伯利亞革命委員會

主席斯米爾諾夫（И. Н. Смирнов）發送了一份關於外蒙古政治軍事局

勢的情報評估報告。楊松在報告中指出，根據最近從外蒙古收集的情報

來看，中國軍隊在恰克圖—買賣城（Кяхта-Маймачен）3有 8000人，另

有 3000人尚在補充的路上，白衞軍的部隊正在重新組建，由於局勢的惡

化，蘇俄在庫倫派駐代表的計劃已經無法實現，為此，應當改變對蒙古

人的政策，加強在蒙古人當中的革命工作，給予蒙古人更多的支持，但

「此種活動不應當具有公開的性質」，要通過布里亞特 4的活動家廣泛地開

展工作，「絕對不要依靠精明能幹的中國人」。5如楊松所言，蘇俄同外蒙

古自治政府建立外交關係的計劃因外蒙古「自治」的取消已經完全「落

空」。與此同時，在蘇俄人看來，徐樹錚帶領軍隊聚集外蒙古，被擊潰的

高爾察克殘部也越來越多地集中於外蒙古邊境地區重新編組成新的白衞

軍部隊，所有這些情況引起了蘇俄方面的關切。

正面尋求建立外交關係無望的情況下，蘇俄轉而進一步加強對外蒙

古的祕密滲透和暗中鼓動工作，尤其是對革命黨人的支持。於是，蘇俄

1	 關於徐樹錚撤銷外蒙古自治問題的相關研究可參見樊明方：《徐樹錚治理外蒙古》，《新疆社
會科學》2007年第 3期；李毓澍：《外蒙古撤治問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2	 蘇俄在遠東地區建立的緩衝國，存在時間為 1920— 1922年。
3	 恰克圖和買賣城是外蒙同蘇俄邊境地區的重要邊貿城市。恰克圖和買賣城中間只有一河之
隔，河的北面稱恰克圖，南面稱買賣城，因此在俄國的有關文獻材料中也稱買賣城為「蒙古

的恰克圖」，現在，恰克圖仍在，位於俄羅斯的布里亞特共和國境內，但買賣城已經不復存

在，被後來的蒙古人民黨政府改名為阿勒坦布拉格。

4	 布里亞特人是蒙古人的一支，生活在布里亞特共和國境內，當時，布里亞特共和國同圖瓦
（唐努烏梁海）和外蒙古相毗鄰，因而，布里亞特也是蘇俄當時向外蒙古和圖瓦施加影響的

重要基地。

5	 ГАНО（新西伯利亞州國家檔案館）, ф.1, оп.2, д.17, л.22-23.,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20-1922 г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ибирского бюро ЦК РКП(б) и Сибирск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1995. с.59-60.

方面應對外蒙古事務的機構 —蒙古西藏處應運而生。

（二）蘇俄成立蒙古西藏處應對外蒙古事務

事實上，在蒙古西藏處成立之前，蘇俄並無應對外蒙古事務的專門

機構。針對外蒙古方向的工作尤其是情報收集工作主要由蘇俄經濟部門

和軍方來完成。1920年 4月 20日，在邁斯基收到的一封信中提到，「從

最近的情報來看，現在我們必須重新繪製關於蒙古的某些地圖，貝姆

（Бем）現在就在庫倫，他非常安全地活着……」。1信中提到的貝姆應是

蘇俄派往庫倫從事祕密情報收集工作的諜報人員。1920年 5月 19日，蘇

俄東西伯利亞軍區駐伊爾庫茨克分部向俄共（布）鄂木斯克州委會書記

貢恰羅夫（Гончаров）發送了一份祕密報告，請求儘快派遣「精明能幹的」

布里亞特人前往伊爾庫茨克「作為祕密的偵察諜報人員」來聽候調遣。2類

似的情況還有很多，如 7月 24日東西伯利亞軍區收到了一份來自買賣城

的情報，該情報對中國軍隊在當地的活動情況進行了較為詳細的闡述。

情報提到，中國軍隊在買賣城—恰克圖尚有 700— 1500人，其餘大約

9000人被從買賣城派往了外蒙古內地，由於中國軍隊主力的離開，買賣

城的留守人員明顯加強了防衞，修補了舊的工事，挖掘了新的戰壕，並

在要緊之處架設了機槍。3可以看出，蘇俄方面對外蒙古的情報工作始終在

進行，而隨着局勢的發展，尤其是徐樹錚撤銷外蒙古「自治」並加強了

在外蒙古地區的軍事力量，蘇俄方面加快了設置專門機構以應對外蒙古

事務的步伐。

1	 АРАН, ф.1702, оп.4, д.460., л.1-2., Мясников В.С., Избранная переписка с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ми: в 2 кн./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айский. Кн.1:1900-1934. c.171-172.

2	 ПАНО（蘇共新西伯利亞州委黨務檔案館）, ф.1, оп.2, д.90, л.3.,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20-1922 г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ибирского бюро ЦК РКП(б) и Сибирск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с.71.

3	 ПАНО, ф.1, оп.2-a, д.6, л.219.,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20-1922 г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ибирского бюро ЦК РКП(б) и Сибирск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с.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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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俄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關於「在俄共（布）中央西伯利

亞局成立領導遠東鄰近地區所有合法和非法革命工作的專門機構」的決

定。11920年 7月 26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在伊爾庫茨克成立

了東方民族部，主任為布爾特曼（Н. Г. Буртман），副主任加蓬（Ф. И. 

Гапон）2，下設蒙古西藏處、中國處、日本處和朝鮮處。27日，東方民族

部召開了第一次組織會議，會議決定，由西伯利亞局提供人員和經費，

同時從西伯利亞局調撥了負責東方工作事務的全權代表貢恰羅夫以加

強工作。3從此刻起，蘇俄方面正式成立了負責應對外蒙古事務的專門機

構 —蒙古西藏處。需要指出的是，此時的蒙古西藏處是俄共（布）中

央在西伯利亞黨務部門中設立的應對外蒙古事務的專職機構，在組織關

係上隸屬於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不過，因為肩負着向外蒙古傳

播革命的職責，蒙古西藏處又同共產國際的關係密不可分，正因如此，

隨着局勢的發展，後來蒙古西藏處被吸納改組進入了共產國際遠東書記

處。

蒙古西藏處的主要任務是「向蒙古、西藏宣傳革命思想，增加蘇

俄在當地的影響，推動當地民衆同世界帝國主義及其在亞洲的代表作鬥

爭」。針對蒙古本身的特點，蘇俄政府在應對外蒙古事務方面向蒙古西藏

處提出了兩方面的具體任務，一方面是從意識形態上掌握外蒙古民衆的

民族運動，另一方面通過支持蒙古人民黨來加快外蒙古內部社會階層的

整合。蒙古西藏處應遵循這兩方面的任務要求，針對外蒙古進行事先的

宣傳鼓動工作。而從事宣傳鼓動工作首先需要的是掌握蒙古語的幹部人

才，蒙古西藏處首要的組織任務便是在伊爾庫茨克創立政治和軍事學校

1	 Лузянин С.Г., Россия-Монголия-Китай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ХХ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в 
1911-1946гг. с.91.

2	 加蓬同時擔任共產國際駐西伯利亞和遠東副全權代表。
3	 РГАСПИ（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 ф.495, оп.154, д.7, л.2.

以培養掌握蒙古語的幹部人員。蘇俄政府並對即將由蒙古西藏處創辦的

軍政學校提出了整體的規劃和要求。學校的課程大綱應當將最基本的政

治和軍事培訓列入在內。政治課程大綱的課程要求包含四個方面：（一）

熟悉俄語會話、識字和算術；（二）掌握基本的歷史和地理知識，尤其是

革命運動的歷史；（三）掌握關於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概念和主要資本

主義國家的具體政策；（四）懂得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明白蘇維埃政權

和共產黨綱領的本質和任務。涉及軍事事務方面的課程大綱應當接近於

蘇維埃騎兵軍事學校的課程，內容應當包括掌握實際的軍事技術方面的

知識，具體如學習各種武器的使用和游擊戰的方法以及騎兵隊列戰術的

運用，並且儘可能在軍事專家的參與下制定詳細的軍事課程大綱。關於

軍政學校的教員配備，徵招有知識且懂蒙古語的教員。關於學員問題，

除培訓蒙古人民黨員之外，通過在庫倫的工作人員從外蒙古底層民衆中

招募 50名青年學員送往伊爾庫茨克進行學習。蘇俄方面還要求蒙古西藏

處儘快建立印刷所，更好地進行宣傳工作，考慮到外蒙古民衆的實際文

化水平，出版的物品最好以各種宣傳小冊子來呈現，同時印刷一部分通

俗啟蒙作品在蒙古羣衆中散發。1

蒙古西藏處的工作人員主要進行組織宣傳工作和情報收集工作以及

與外蒙古境內已經存在或是將來出現的革命中心建立聯繫。宣傳工作應

當注意，在外蒙古口頭宣傳民族革命的思想和蘇俄世界革命的任務以及

蘇俄對待弱小民族的態度，編印派發用蒙古語刊印的革命宣傳資料。組

織工作方面應當幫助蒙古人民黨制定行動計劃、建立完善人民黨的組織

網絡和基層組織，擴大人民黨的影響，並建立蒙古人民黨的偵察機關。

情報工作方面，一定要周期性的報告並且力求準確，報告內容應當儘可

能地包括外蒙古政治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應當特別注重外蒙古政治形

1	 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3, л.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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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的特點、力量變動情況，考察外蒙古政治集團派別的內部相互關係及

其對待蘇俄、中國、日本、美國等國的態度，關注中國在外蒙古的政

治、商業、軍事機構的情勢，留意在中國士兵中進行革命宣傳工作的可

能性，調查外蒙古的經濟比例情況和貿易市場的情況，注意派遣諜報人

員進入大型居民聚集點和地區並建立特別中轉聯絡站點。一周兩次不間

斷彙報關於上述事務的進展情況。1

可以看出，蘇俄政府對於蒙古西藏處的活動準則進行了明確且仔細

的規定，蒙古西藏處被賦予了對外蒙古進行集革命宣傳、情報收集、組

織動員等各種職能於一體的角色。蒙古西藏處成立後不久，便參與處理

了外蒙古事務的重大事件 —接待蒙古人民黨「七人代表團」的祕密來

訪。

（三）蘇俄謹慎對待蒙古人民黨的援助請求

通常認為，外蒙古革命黨人有組織的活動開始於 1919 年。1919 年

秋，外蒙古革命黨人在庫倫成立了兩個祕密革命團體，首先是蘇赫巴托

（Д. Сухэ-Батор）領導的革命小組，成員主要有 С. 丹贊（С. Данзан）、

道格索木（Д. Догсом）等人。此後不久，喬巴山（Х. Чойбалсан）也

領導成立了革命小組，成員包括喬巴山、鮑道（Д. Бодо）、勞索勒（Д. 

Лосол）、查格達爾扎布（Д. Чагдаржав）、扎米揚（О. Жамьян）等人。2

喬巴山本人的回憶錄顯示，蒙古革命小組的創立緣起於對部分封建主「出

賣祖國」政策和中國軍閥「殘暴統治」的不滿。3如前文所述，十月革命勝

利後不久，蘇俄政府即向外蒙古「自治」政府發出了呼籲宣言並暗中進

1	 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3, л.31.
2	 爾菊：《喬巴山是怎樣確立最高領導地位的 —兼論蒙黨早期的內部鬥爭》，內蒙古大學蒙

古研究所、蒙古人民共和國研究所編《蒙古問題研究》1988年第 1、2期（總第 12、13期），
第 1頁。

3	 喬巴山：《蒙古革命簡史》，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第 14頁。

行大量的宣傳鼓動和滲透工作。應當說，外蒙古革命組織的出現同兩方

面的因素密切相關，一方面是對外蒙古當局相關政策的不滿，另一方面

是十月革命的影響，尤其是蘇俄在庫倫進行的祕密宣傳和暗中鼓動工作。

1919 年 11 月，外蒙古「自治」被取消，革命黨人明顯加快了活動

的步伐，1920年 2月，蘇赫巴托和 С. 丹贊第一次嘗試祕密前往蘇俄，但

是遭到了失敗。1同年 5月，蘇俄祕密派遣了以鮑里索夫（С. С. Борисов）2

為首的黨務工作小組抵達庫倫，6月，在蘇俄工作人員的參與下，蘇赫巴

托和喬巴山兩人領導的革命團體舉行了聯合會議並且決定成立統一的組

織 —蒙古人民黨。3另外，據喬巴山回憶，聯合會議還通過了類似於蒙

古人民黨綱領的「黨誓書」九條，其中第一條即宣佈蒙古人民黨的宗旨

為「肅清妨礙黃教民族的敵人，恢復失去的主權，忠誠地保護與發揚政

教，真誠的護衞民族與改革內政，力謀貧苦人民的利益與永久固守自己

的政權」。4

聯合會議後不久，新成立的蒙古人民黨決定派遣代表代表團前往蘇

俄尋求援助。為此，組織了由鮑道、С. 丹贊、道格索木、勞索勒、蘇赫

巴托、查格達爾扎布、喬巴山等組成的「七人代表團」。代表團為了提高

自身在蘇俄人眼中的「分量」，還設法獲取了哲布尊丹巴親筆簽名的信

件，但是哲布尊丹巴簽署信件的收件方為模糊的「以外蒙古君主的名義

致全權的俄國政府」，也就是說信件的收件方不是明確的蘇俄政府。5

1920 年 6 月 28 日至 8 月 7 日，在蘇俄方面的接應下，「七人代表

1	 Рощин С.К.,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ии (1921-1940 гг.). c.29. 不過喬巴山在其回憶錄中提到，
1920年 2月是其本人嘗試前往蘇俄求援的。（喬巴山：《蒙古革命簡史》，第 20頁）可以確定
是，1920年 2月時外蒙古革命黨人已經萌生了向蘇俄求援的想法。

2	 鮑里索夫，起初是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的工作人員，不久擔任成立的東方民族部蒙古
西藏處主任，熟悉蒙古情况，懂蒙古語。

3	 實際上，直到 1925年 3月，蒙古人民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才正式將名字改稱為蒙古人民革
命黨。Рощин С.К.,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ии (1921-1940 гг.). c.29.

4	 喬巴山：《蒙古革命簡史》，第 18-19頁。
5	 Рощин С.К.,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ии (1921-1940 гг.). c.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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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以商人等身份為掩護，採用化名的方法分三批祕密越過了邊界。8

月 9日，代表團乘船抵達上烏金斯克（今烏蘭烏德），16日，代表團在

翻譯仁欽諾（Э. Д. Ринчино）的陪同下到達伊爾庫茨克。8月 17日，加

蓬以共產國際駐西伯利亞和遠東副全權代表的身份接待了代表團，除以

蘇俄政府的名義對代表團的到來表示了歡迎外，還同代表團進行了簡要

會談。1加蓬在 17日當晚給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電報

中提到，代表團的所有成員都是地道的蒙古人，代表了在外蒙古存在最

廣泛的三個羣體，即在民衆中有廣泛基礎的革命左派、上層喇嘛和封建

主、中間階層 —官員、商人等。加蓬認為蒙古代表團最關心的問題是

恢復外蒙古「自治」，同時蒙古人寄希望於蘇俄的援助。加蓬在電報中指

出，蒙古人民黨代表團提出了從蘇俄獲得援助以同中國人鬥爭的實際問

題，代表團大部分成員認為「等合適的時機到來，同中國的鬥爭是不可

避免的」。2

應當指出，在蘇俄方面看來外蒙古「七人代表團」是一個鬆散、

臨時組成的代表團，內部本身存在着分歧，代表了外蒙古三種不同的階

層，即代表上層喇嘛和封建主的 2人，中下級官員和商人的 2人，代表

廣大底層民衆的 3人。加蓬認為代表團中真正的「革命小組」是代表外

蒙古廣大底層民衆的 3人。3或者說，蘇俄方面通過初步的接觸，認為只

有蘇赫巴托等 3人是真正代表「勞動羣衆階層」的蒙古人民黨代表。實

際上，這 7 人都是蒙古人民黨的成員，只是各自的出身和所謂「代表的

階層」不同，是蘇俄方面根據自己的判斷對代表團進行了分類劃分。在

17日的會談中，С. 丹贊向加蓬表示，外蒙古「自治」的取消對於廣大的

外蒙古民衆來說是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是「中國政府代表同外蒙古政府

1	 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 ф.111, оп.1, п.101, д.1, л.53-55.
2	 РГАСПИ, ф.325, оп.2, д.51, л.21.
3	 АВПРФ, ф.111., оп.1, п.101, д.1, л.51-52.

高層幕後談判的結果」。為此，外蒙古「人民」成立了以「解放國家」為

宗旨的蒙古人民黨，外蒙古政府高層對此也進行了參與，外蒙古高層之

所以同蒙古人民黨合作是因為「蒙古人民黨同中國統治者和反動派做鬥

爭」，為恢復外蒙古的「自治」地位而進行鬥爭。С. 丹贊隨後將哲布尊

丹巴的信交給了加蓬。1從 С. 丹贊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哲布尊丹巴政府高

層對於蒙古人民黨的活動持默認甚至是支持的態度，因為雙方在反對中

國取消外蒙古「自治」方面的目標是一致的。

但是，蘇俄方面並未對哲布尊丹巴的信件產生興趣。究其原因，此

時外蒙古「自治」已經取消，外蒙古整體處於中國軍隊控制之下。因此，

相較於哲布尊丹巴，蘇俄政府會更熱衷於積極地支持代表「廣大勞動羣

衆」的蒙古人民黨。正是出於這種考慮，蘇俄方面開始「暗示」蒙古人

民黨代表團中所謂的「革命小組」以人民黨的名義重新起草致蘇俄方面

的請求書，這樣，蘇俄所面對的「客體」就發生了變化，不再是拿着哲

布尊丹巴信件以哲布尊丹巴名義向蘇俄求援的蒙古代表團了，而是革命

的蒙古人民黨了。

8月 17日會談後，蒙古人民黨代表團向蘇俄方面提交了一份請求文

件，內容如下：

一、蒙古人民黨請求蘇俄幫助恢復 1915年俄中蒙三方《恰克

圖條約》基礎上的外蒙古自治，並在某些程度上擴大外蒙古自治

的範圍，同時消除俄國和中國對外蒙古的雙重保護。

二、為完成上述任務，蒙古人民黨計劃同中國的革命機構和

組織建立緊密的聯繫並同時向蘇俄政府請求援助。

三、蒙古人民黨希望得到蘇俄具體三個方面的援助。1 . 通過

向中國政府施加外交影響以和平的方式滿足人民黨的要求。2 . 請

1	 РГАСПИ, ф.495, оп.152, д.11., л.133.


